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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约车平台公司与司机之间

用工关系的司法认定

钱玉文,张金华

摘 要:司法实践中对网约车平台公司与司机之间用工关系的认定存有分歧,成文法国

家提炼 “从属性”概念并构建相应的审查标准,且通过司法实践已形成一定裁判要点。

共享经济下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之间劳动用工宜确定 “依附性”标准以替代传统的 “从属

性”标准。根据平台对司机的管理及收入抽成、全职兼职等要素构筑 “典型劳动关系”

与 “新型劳动关系”相结合的用工关系。明确 “类劳动者”的法律主体地位,对共享经

济下出现的网络平台司机等自治型 “类劳动者”,实行略低于一般劳动者的社会保障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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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网约车行业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不仅直接创造了许多新的就业

岗位,而且间接创造了大量灵活的就业机会[1]。互联网平台公司用工门槛低,用工形式与时间灵

活,员工可同时在多个平台接受任务指派等特点,与传统用工形式存在很大的区别。网约车行业

因其处在 “互联网+”浪潮下,用工方式复杂多样,加大了司机与平台劳动关系认定的难度。网

约车司机用工数量巨大,其用工性质的认定,不仅涉及网约车司机权益保护,而且影响网络平台

可持续发展。在互联网模式下,网约车用工模式已有许多新特点,且用工方式灵活多变,但劳动

关系认定标准及劳动法立法相对滞后。而今网约车司机用工关系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高难度将成

为倒逼劳动法改革,以顺应 “互联网+”时代下用工灵活多变的特点[2]。这个问题在域外也存

在,美国主要是以劳动法、就业法、税法的二元形式对工人进行分类,即将工人分为雇员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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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网约车公司自称是连接司机和乘客的技术平台,司机在法律上应该为独立的承包商[3]。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平台工作者实际上似乎处于雇员与独立承包商两种身份之间的灰色地带[4]。

对在线平台工作人员的分类类似于 “手握一个方形钉子,却被要求在两个圆孔之间做出选择”①。

灵活分散的供给主体和基于平台的交易模式彰显互联网平台经济的效率逻辑与共享精神,也

对创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出新的要求[5]。由于互联网平台公司用工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而司法实务还未完全适应这一变化并在裁判标准上予以调整,从而导致同类型案件裁判结果

并不统一;即便是涉及同一公司的诉讼,裁判结果也有不同。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了涉

及网约车争议的所有判例,发现法院对网约车司机与平台之间的关系性质的认定存在不一致,有

的将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的认定为劳务关系,有的不予认定是什么关系。故在此提出本文研究的

问题:如何认定网约车司机与平台之间劳动用工的性质。

二、我国劳动用工关系制度变迁与立法预设

(一)我国劳动用工的制度变迁

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其根源在于英国主仆关系。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雇佣关系立法不断重

视劳动者保护,逐渐形成现代化的劳工制度[6]。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

市场,当时实行的是国家意志为主导的劳动用工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背景下,以国有生产单位

为主形成的用工主体与劳动者之间属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1995年1月1日,以 《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 《劳动法》)实施为节点,我国劳动用工基于 《劳动法》的统一要

求与改革前的制度惯性,形成了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用人单位以及对应的以职工为主体的劳动

者[7]。这种劳动用工基于人身从属性,基本禁止建立多重劳动关系,社会保险关系也是单一的。

1994年7月5日,我国 《劳动法》正式通过,并于1995年1月1日正式施行。随后,为了适应

新时代用工关系的发展,2007年 《劳动合同法》正式公布并于2008年实施;《劳动法》于2009
年完成了第一次修订,并在2018年完成了第二次修订。至此,我国新时代劳动用工制度初步形

成。配套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的出台,使我国劳动用工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与发展。

近年来,由于网络生产力的发展,交易需求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瞬间传递,“互联网+”时代

下的劳动关系也体现出多元化与灵活性的特征,从属性趋于弱化[8]。技术革新让有些职业的工作

时间和工作地点不必固定,互联网公司的用工关系从表现形式上来看,也从企业和员工的关系转

变为平台和个人的关系[9]。网约车平台公司与司机就是这种新形势下用工方式的一种,很多时候

司机可以自行决定在线时间及是否接单,甚至作为生产资料之一的车辆有些也是由司机提供的。

在这种形势下,用工性质是否摆脱了传统用工方式中资本家对劳工的剥削呢? 笔者将在后文进一

步论证。

(二)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目前仅有规范性文件和实务部门预设了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见表1),实务中主要借助于行政

规范性文件进行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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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司法实务部门对劳动关系的判定标准

文件名 发布时间 发布主体 判定标准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2006年 最高人民法院

以 “负面清单”形式列举,排除适用劳动关

系:(1)家政服务人员纠纷;(2)帮工、学徒

纠纷;(3)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受雇人纠纷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

事项的通知》 2005年
劳 动 和 社 会 保

障部

(1)主体资格; (2)劳动规章、管束与薪水;
(3)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具体可参考以下凭证:(1)薪水支付凭证或记

载、社会保障费用记载;(2)证明工作身份证

件;(3)招聘记录;(4)考勤;(5)其他工友

证言等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若干问题的解答》 2002年
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

(1)接受管束,以技能知识等承担风险; (2)
服从指令,身份从属性

《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

适用 问 题 研 讨 会 会 议 纪

要》
2009年

北京市高级人民

法院
基本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规定相一致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若干问题的意见》 2009年
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

(1)薪水支付凭证或记载、社会保障费用记

载;(2)证明工作身份证件;(3)考勤;(4)
招聘记录;(5)其他相关证据

《劳动争议案件审理指南》 2010年
江苏省高级人民

法院

(1)实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与监督;
(2)向劳动者支付过工资性劳动报酬的记录,
经济上的依附性;(3)被纳入用人单位的生产

组织体系中从事劳动;(4)劳动者不允许分包

工作;(5)单位提供工具、原材料;(6)单位

决定与控制时间地点;(7)劳动者服务对象的

唯一性;(8)劳动者服务的稳定性;(9)劳动

者提供劳务的长期性、固定性

《劳动争议案件审理要件

指南》 2014年
上海市高级人民

法院

(1)劳动关系合意; (2)接受指令,服从管

束;(3)从事指定工作;(4)提供的劳动是用

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

大陆法系国家通常以有无 “从属性”鉴定是否建立了劳动关系。德国以人格从属性为依据,

日本劳动法不但依据人格从属性,还提出了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的概念。经济从属性主要表

现为劳动者将劳动所得作为生活主要来源;组织从属性表现为即使对该劳动没有指挥命令,只要

该劳动的提供对于企业运营必不可少即可[10]。英美法系的代表国家美国,规定了区分雇员与独

立承包商的一系列涉及工人与企业之间关系的因素,裁判者可以在权衡不同因素后,综合考虑工

人是否为雇员①。美国即使使用相同的判断标准,对 Uber公司司机与平台用工性质也有不同的

判断,网 约 车 司 机 到 底 是 雇 员 还 是 独 立 承 包 商 至 今 仍 无 定 论[11]。在 Berwickv.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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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如,对下述问题得出 “肯定”的答案越多,越有可能得出一个工人是雇员的结论:一是工作是否与雇主业务

具有不可分割性 (完整性);二是工作是否依赖特殊技能 (特殊技能);三是雇主是否提供必要的工具或设备并

承担投资风险 (资本投资);四是工人是否退出竞争市场来为雇主工作 (退出竞争);五是雇员是否与雇主有永

久或无限期关系 (永久性);六是雇主是否设定工作量、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 (控制);七是工人是否享有保

险、退休金计划、病假或其他表明雇佣关系的福利 (福利);八是工人是否得到有保证的工资或薪水而非计件

付费 (工资);九是各方是否认为他们已经建立了雇主-雇员关系 (主观信念)。参见赛思·D.哈瑞斯: 《美国

“零工经济”中的从业者、保障和福利》,《环球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第12页。



Technologies.Inc.案中,加利福尼亚州劳工标准执法处的结论是,承认一位前 Uber司机是雇

员①。佛罗里达州经济机会部门在一例失业保险案件中认为 Uber司机的法律身份是独立承包

商②。因此Caleb认为,依赖于极度严格就业测试的独立承包商法律概念正在受到共享经济用工

模式的挑战,应该为独立承包商提供一个新的积极定义,从而避免因错误分类而导致的重大风

险[12]。在欧盟,对网约车司机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争议。Alexander基于欧洲各国法院判

例得出结论,Uber应该认定为信息社会服务的中介,在欧盟国家只受到欧盟2006年12月12日

颁布的 《服务指令》中 “数字服务提供者”的约束[13],故Uber司机不是劳动者。但是现实中部

分法院已经承认了网约车司机劳动者的地位。

我国劳动关系的判断标准以人格从属性为主。例如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主

要从劳动者接受指令与管束、从事安排的带薪劳动、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几个

方面逐条判断。从表1可以看出,劳动关系的判定标准 “正面列举”“负面清单”双重模式,但

囿于规范性文件零散且影响力有限,以及实务案例审查标准的非指导性与非广泛性,我国劳动用

工制度中劳动形式范围过于狭窄。且最高人民法院确立的非标准化劳动关系类别少,在当下互联

网浪潮下的新型劳动用工时代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求。拘泥于传统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对应的从

属性标准理论,必将使网约车行业用工关系难以定性。
(三)网约车模式劳动关系认定的现有规范

在互联网平台用工中,由于用工方式已经与传统用工模式大不相同,故在劳动关系认定的标

准及规定上也应做出适应新形势的变革。工作环境相对自由的网约工因缺失人格从属性,故难以

列入传统劳动者范畴[14]。这种现状亦在国家行政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中得以体现。2016年11月

实施的 《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就劳动关系方面仅规定,“劳动合同或者协议以多

种形式签订”,并没有明确网约车司机的用工性质。随着网约车在全国各地飞速发展,各地政府

也出台了相应的行政法规或者规范性文件。笔者查询了针对新形势下网络平台用工的行政规章,

就劳动关系认定方面的内容做了归纳 (见表2)。从表2不难看出,我国对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之间

用工关系并未进行界定,也未规定相关认定标准,因此各种纠纷出现后,就容易产生混乱。
表2 网约车行政规章

行政规章 缔约规定 是否要求签订劳动合同 是否确立了认定标准

《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

管理办法》

劳动合同或者协议以多种形

式签订
不要求 未规定

《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车经

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

申请人与平台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协议,代办注册
不要求 未规定

《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车经

营服务管理若干规定》

签订其他协议中应包含营运

期间驾驶员意外 伤 害 保 障

条款

不要求 未规定

·43·

常 州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20年

①

②

SeeCaseNo.11-46739EK (2015).
SeeRaiserLLCv.Fla.Dep􀆳tofEcon.Opportunity,ProtestofLiabilityNos.0026282590-02,0026283468-
02,&0026285033-02 (Exec.Dir.Dec.3,2015),http://miamiherald.Typepad.com/filesuber-final-order-
12-3-15.pdf,afftp://miamiherald.typ.,Mcgillisv.DepGiofEcon.Opportunity,No.3 D15-2758 (Fla.
Dist.Ct.App.Feb.1,2017),http://casetext.com/case/mcgillis-v-dept-of-econ-opportunity.



续表2

行政规章 缔约规定 是否要求签订劳动合同 是否确立了认定标准

《广州市网络预约出租车经

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不得回避职责,不得转嫁或

者变相转嫁经营风险
不要求 未规定

《深圳市网络预约出租车经

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签订劳动合同或者协议要根

据工 作 时 长、服 务 频 次 等

特点

不要求 未规定

《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积

极稳妥推进我省出租汽车行

业改革的通知》

劳动合同或协议以多种形式

签订,固定双方权利义务
不要求 未规定

三、网约车用工关系的实证研究及学理争论

(一)网约车用工模式分类

1.出租车用工模式

网约车行业的发展,也改变了一部分传统出租车的接单方式。以滴滴平台为例,消费者可以

直接在手机终端 “滴滴出行”软件中,直接匹配待租的出租车。因此,网约车用工形式中不得不

考虑传统巡游出租车的用工形式。笔者调研了某市出租车的用工模式,发现出租车的用工模式包

括以下三种:第一种是公司制经营,这种模式车辆归公司所有,经营权也归公司所有,司机与公

司之间的用工关系是劳动关系;第二种是合作经营,公司和驾驶员是合作关系,驾驶员需向公司

缴纳管理费;第三种是个体经营模式,车辆的产权和经营权都属于个人,但是要挂靠公司。

2.网约车平台用工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平台与司机之间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比如首汽约车、神州优车、

AA租车。第二种模式是以租赁公司为中介,平台与驾驶员之间签订合同,司机拥有相对更大的

自由度,但两者之间存续关系复杂,可视为劳动关系、雇佣关系、新型合作关系,比如滴滴公司

的部分业务,具体性质待后文论证。第三种模式是一种新的模式,司机的自由度比前两种更大,
司机可完全自主决定是否接单等,这种模式可认定为新型商务合作关系。

(二)实证案例研究

1.网约车民事纠纷案件解析

笔者查询了自2016年11月至2019年6月网约车争议的所有判例,选取法院层级为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案件,将案件裁判要旨归纳为表3。
对上述案件的裁判理由梳理如下:
第一,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与

王怀和、郑志清一案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与代

驾司机存在人身的管理控制,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
第二,在朱慧国与杭州凡网贸易有限公司劳务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被告对原告的工作时

间和工作纪律都有一定的要求,体现了支配和管理职责,故认定双方构成劳务关系。在这个案例

中,法官并未直接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名称为车辆租赁协议认定双方之间为车辆租赁关系,而是

·53·

钱玉文,等:论网约车平台公司与司机之间用工关系的司法认定



表3 网约车劳动关系性质民事案件司法认定情况

序号 案件来源 案件名称 裁判要旨或结果

1
北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2018〕京01民终6333号

北京易到旅行社有限公司与魏换章劳务

合同纠纷案
双方存在劳务关系

2
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陕08民终1787号

榆林嘀嘀到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罗建

瑞劳动争议纠纷案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3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鄂01民终5577号

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

司与王怀和、郑志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案

双方存在雇佣关系

4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皖01民终3982号

上海雾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高业道、

王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双方存在雇佣关系

5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2民终535号

北京亿心宜行公司与张新堂、北京亿心

宜行公司宁波分公司、赵兴春服务合同

纠纷案

双方存在劳务关系

6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粤 01 民 终 14174、

14175号

沈伟明、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

公司与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约租车分公司劳动争议案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7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粤01民终14581号

广州屹洋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与肖建华劳

动争议纠纷案
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8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民终7976号

朱慧国与杭州凡网贸易有限公司劳务合

同纠纷案
双方存在劳务关系

9
北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2015〕一中民终字第176号

孙有良与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

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
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根据双方权利义务的实质认定双方的关系,只是法院的认定仍然比较保守,只是认定为劳务

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其实本案中双方是符合劳动关系特征的。在国外也有认定网约车和平台之间

为劳动关系的判例。如前文所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就曾裁决一名Uber司机为 “雇员”,而 “雇
员”的地位类似于我国的劳动者。

第三,在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北京亿心宜行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定

赵兴春的代驾行为属于在北京亿心宜行公司的指示范围内的劳务活动。
第四,在孙有良与北京亿心宜行汽车技术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孙

有良可自行掌握工作时间,工作报酬也不是按月领取,故认定双方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

特征,但是在该案中法院并未对双方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给出明确的意见。
第五,在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诉人上海雾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高

业道、王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高业道通过雾博公司经营的 “优步”APP预约车辆,
该公司接受该预约信息后指派已注册登记的车主王俊驾驶个人所有的车辆为高业道提供车辆运输

服务,上海雾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注册司机王俊之间的法律关系为雇佣关系。
第六,在沈伟明、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白云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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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分公司劳动争议案中,沈伟明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和营运合同,法院在此种情况下确认双

方存在劳动关系。在广州屹洋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与肖建华劳动争议纠纷案中,肖建华的工作是优

步网约车司机,并未与广州屹洋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书面合同,但肖建华称其优步账户由广州

屹洋贸易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法院根据证据综合认定肖建华与广州屹洋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存在劳

动关系。

综合分析上述判例,可以看出,法院的判决总体趋于保守。在代驾司机起诉要求确认代驾司

机与平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主张权利案件中,若未订立劳动合同,诉请将被驳回。在发生交通

事故时,因涉及乘客的利益等多种情况,法院往往认定平台与司机存在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雇

佣关系、劳务关系与劳动关系区别的本质基本在于主体资格及是否长期稳定,网约车平台与司机

之间的关系多数情况下符合主体资格和长期稳定的特点,即符合劳动关系本质;但实际判决中

“判定存在劳务关系而未认定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形居多。

2.网约车行政纠纷案件解析

网约车行政案件案由集中在 “交通行政处罚”,仅有一例判决关于工伤认定,情况见表4。

表4 网约车行政案件判决———工伤认定

案由 管辖案号 案例名称 裁判要旨

工伤保险认

定纠纷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

民 法 院 〔2017〕闽

01行终680号

吴光红、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 (劳

动、社会保障)二审行政判决书

维持原判:司机并非履行工作职责,

不能认定为工伤

从表4可以看出,本案中,由于否认平台与司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司机在提供客运

服务过程中受伤不能认定为工伤。
(三)劳动用工法律性质确认及学说评述

一是劳务关系。彭倩文等认为,驾驶员选择工作时间与地点的灵活性、承接派单的自愿性特

征表明双方只存续经济关系,非从属关系;此外,司机提供作为生产资料的汽车,符合劳务关系

的判定标准[15]。大多数学者都赞同这一观点。

二是劳动法属性。张素凤认为应将互联网专车运营等领域的非典型劳动关系的性质明确为劳

动法属性,并对非典型劳动关系进行立法保护和规制[16]。白小平等认为,可以扩张解释劳动关

系判定标准,由劳动法调整平台与司机之间的关系[17]。

三是纳入集体劳动法保障。李干认为,在不打破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前提下,应将网约车司

机纳入工会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允许团体协商[18]。Dubal认为,传统巡游出租车工作和 Uber工

作根本上是一致的,即使现阶段判断司机是否为独立承包商仍不明朗,司机权益也应尽可能通过

劳动组织实现[19]。

四是偶然合伙。陈一新认为,若网约车车主与平台公司之间没有劳动协议,车主通过平台发

布的有偿信息提供服务,与平台共享收益,属于偶然合伙[20]。肖竹认为这种判断有待商榷,应

按照不同具体情况进行分类讨论[21]。

有别于上述学者观点,笔者认为两者之间的用工关系应该定位于 “劳动关系”,但基于网约

车运营模式存在差异的事实,故在我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不应当简单地认为基于互联网平台提

供劳务属于劳动关系,而应该按照不同的缔约模式进行合理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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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约车用工劳动关系认定与重构

(一)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

雇佣谓当事人约定一方于一定或不定期间内,为他方服劳务,他方给付报酬之契约。劳动法

之劳动是基于契约上义务所为之职业上有偿的作为[22]。通过最表面的观察便会发现,雇佣和劳

动指的都是马克思所说的雇佣劳动[23]。劳动关系理论之于劳动者而言,有作茧自缚之后果,特

别是 “劳务关系”概念的出现,使得劳动关系理论走向歧途[24]。把劳动分为雇佣关系和劳动关

系,是人为地对不同劳动提供方式所进行的不同程度的调整,这种划分方式必然会导致存在隐蔽

的劳动关系情形。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用工就有不少情形属于隐蔽的劳动关系。
(二)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用工法律性质的认定

共享经济带来的新的市场并不只有一个密不透风的维度,现行劳动关系判断标准也不是完全

过时或者完全不适应,我们必须在现有法律基础上引入新的判断因素[25]。若将网约车司机全盘

认定为劳动者,享受劳动者的全部福利与待遇,网约车平台承担税费、保险等额外负担,巨大的

额外成本对平台来说是毁灭性的灾难,故有必要分类述之[26]。按照司机是专职还是兼职工作,
可分为全日制网约车司机和非全日制网约车司机。全日制网约车司机是指只与网约车平台建立用

工关系的网约车司机。全日制用工又分为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类,有的网约车平台要求司机只

能接入自己的平台,不能同时接入别的网约车平台,且与网约车司机签订劳动合同,要求司机接

受网约车平台的全面管理,明确规定了司机的工作时间、劳动报酬、考核方法等,并且为司机缴

纳了社会保险。这种用工方式无疑属于劳动关系。第二类,有的网约车平台虽然也要求司机只能

接入自己的平台,但并未与司机签订劳动合同,并未规定具体的工作时间。司机可根据自己的意

愿确定工作时间。平台为司机提供订单,并根据一定的比例收取费用。这种情况双方的法律关系

就比较复杂,实践中要具体分析。根据现有案例,很多法院对这种情况认定为雇佣关系或劳务关

系或合作关系。第三类,司机对接入平台数量的多少有自主选择权,且往往不是与各个平台直接

签订合同,而是与第三方租赁公司建立合同关系。这种用工模式较为复杂,平台与司机双方之间

的关系也不能一概而论,但基本很难认定为劳动关系。非全日制网约车司机是指在已经与一个用

人单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的基础上,又与网约车平台建立非正式用工关系的劳动者[27]。这种情

况下可能是合作关系或劳务关系,要根据具体情形进行分析。
按照车辆的来源区分,自有车辆加盟下的劳动关系按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司机分别认定,公司

提供车辆的B2C模式下应认定为劳动关系。以神州优车和首汽约车为例,专车运营平台进行信

息整合并提供租车服务,驾驶员提供驾驶服务,公司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而由

滴滴公司运营的B2C模式性质为 “四方协议”模式,属于 “挂靠合作关系”,但实际上更接近于

C2C模式①。该模式主要是通过调动私家车主和私家车参与运营来满足市场需求,平台公司与私

家车车主对运营利润进行分成[28],平台回避了与司机之间的直接用工关系。滴滴虽然利用租赁

公司以及劳务公司屏蔽用工关系,但事实上平台对用工进行全程跟踪与管控;因此,应根据具体

情况确认平台与驾驶员之间为劳动关系或新型劳动关系,而不能像滴滴公司认为的那样简单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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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四方协议”通常是以网约车平台为主要发起者或组织者、劳务派遣公司提供驾驶劳务关系、私家车辆挂靠汽

车租赁公司而形成的多元民事法律关系。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四方协议”进一步分为 “私家车主+私家车”
模式、“租赁公司车辆+劳务公司派遣司机”模式、“平台自有车辆+劳务公司派遣司机”模式。



该法律关系视为一种受 《合同法》调整的民事关系。
因为现在传统巡游车 (出租车)司机也接入了网约车平台,按照司机驾驶的车辆是传统巡游

车 (出租车)还是非传统巡游车,可分为巡游网约车司机用工模式和非传统巡游网约车用工模

式。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网约车司机用工模式,传统巡游车虽然也接入网约车平台,但因为网约车

平台一般并不从其收入中抽取提成,且因传统巡游车经营权历史遗留问题,传统巡游车司机与其

所属公司或挂靠公司之间已经存在劳动关系、挂靠关系或合作关系,所以传统巡游车与网约车平

台之间仅仅是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综上所述,笔者将传统巡游车与网约车用工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列表如下:

表5 传统巡游车与网约车不同经营模式及用工关系初步认定

传统巡游车 网约车

经营模式 关系认定 经营模式 关系认定

公司制经营 劳动关系 C2C模式

应根据平台对司机的管理及收入抽成等方面

综合考虑,可考虑属于一种新型用工关系;

另根据司机是否全职等因素也可考虑列入新

型劳动关系范畴

合作经营 合作关系

个体经营 挂靠关系
B2C模式

四方协议模式

公司自营模式

劳动关系或新型劳动关系

劳动关系

(三)网约车用工关系认定的新发展

互联网用工模式给政策制定者找到了一种方式,让从事零工的工作者能够更公平地分享共享

经济模式所创造的利益,同时又不损害商业模式本身[29]。目前,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提供服

务的经营活动日渐兴盛,为有效保障新经济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明确新经济组织的义务

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 《电子商务法》)应运而生。《电子商务法》
将平台公司和个人分别定义为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两者统称为 “电子商务

经营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义务被设定为 “核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报送登记信息、
税务信息”等一系列合同附随义务;在涉及消费者与平台内经营者电子商务争议处理中,平台经

营者义务也仅限于提供原始合同和交易记录;在承担法律责任方面,法律为电子商务平台设置了

行政责任。
政府必须适当干预共享经济市场,将共享经济引上正确的轨道[30]。要在特定经济结构中赋

予弱者相对于强势主体的利益优先权,以权利的倾斜配置和利益无条件的优先考量促进弱者基本

权利的实现[31]。从 《电子商务法》立法规定的表义看来,网约车平台公司与司机双方构成 “负
有附随义务的合同关系”;从司法判例看来,两者之间的用工关系构成以 “劳务关系或者雇佣关

系居多”,事实上,无论从权益保障、风险扩散以及保护位阶角度,认定两者之间存续 “典型劳

动关系”抑或 “新型劳动关系”,对于司机权益保护更佳,司机往往能得到更多的救济。在电子

商务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的博弈中,平台更为强势,而司机往往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一方

面,《电子商务法》为平台经营者设定了更多的义务与责任,而对平台内经营者的法律负担表述

甚少。责任意味着负有义务,更对应着掌握权力,此时弱者更应当得到法律保护。另一方面,
《电子商务法》第74—79条、第85—86条直接规定了 “电子商务经营者”是归责主体,于是平

台公司便存在着连带责任、替代责任的可能性,所以从反面来说并不排除将 “用工关系解释为劳

动关系”的可能性,这与立法并不冲突。因此,将网约车用工关系认定为 “劳动关系”体现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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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法追求实质公平的立法内涵。

1.设立网约车劳动关系认定新标准

因传统劳动关系认定已不能完全满足互联网经济新形势,传统用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司机

对网约车平台的依赖及网约车平台对司机的惩戒权表现出新的方式,劳动规章制度或劳动纪律逐

渐 “隐形”,如直接将处罚对象踢出、屏蔽、拉黑、降低信用等级、限制登录等等,最为严厉的

处罚就是直接解雇,依据的自由性导致解雇的任意性和无因性[32]。网约车平台普遍都有评分机

制,评分与司机的收入关系密切,对司机完成工作的方法、方式、态度产生了实际的控制,不过

这种控制比较隐蔽[33]。
平台凭借对市场接入权的垄断,要求司机必须通过平台进行交易,用特定支付工具进行支

付,从而轻而易举抽取20%左右的提成。另外,平台通过数据和算法介入劳动过程,比如对司机

实行奖励政策,奖励要求司机在特定的时间内 (例如高峰时间)完成一定的工作量,保持一定的

接单率,司机的净收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平台所提供的各种有条件奖励,而平台有奖励规则

的制定权[34]。网约车劳动关系纠纷案件应该探索运用 “要素式”方法进行劳动关系分析认定,
主动综合考虑考勤管理、报酬结算、劳动工具、平台对从业人员的管理控制、工作时间、工作地

点决定权、可否拒单及拒单后的后果等要素进行审查,而不囿于协议形式[35]。多要素综合要求

法官在司机与平台无明显从属性关系时,更加注重对司机与平台之间 “依附性”的判断。故本文

认为在新形势下司机与网约车平台之间的劳动用工宜确定 “依附性”标准,以替代传统的 “从属

性”标准。

2.网约车用工模式中确立 “类劳动者”法律主体地位的可行性

法律是保护弱者的法律,体现在劳动法领域即是对弱势劳动者的倾斜保护[36]。共享经济的

典型模式是 “平台+个人”。按照目前司法裁判对劳动关系从属性特征的分层,其属于典型的在

人格从属性上要弱于劳动关系,而在经济从属性上又要强于劳务关系的一种新型用工形式[37]。
我们不应试图依靠现有的工人分类框架去适应共享经济商业模式,而应考虑制定共享经济监管的

新框架[38]。劳动法应当在将劳动者分成强势、弱势和普通劳动者的基础上,对于普通劳动者实

行一般程度的保护,对强势劳动者设计专门限制其权利滥用的弱保护制度,对弱势劳动者则进一

步加强保护[39]。在劳动法中明确 “类劳动者”的法律主体地位,对共享经济下出现的网络平台

司机等自治型劳动者,依法在某些方面给予一定倾斜的保护待遇。

3.网约车用工各方权利保障的新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中心是劳动关系,因此必须考虑合同双方主体权利义务的

均衡设置,而不能主张单方面劳动者权益[40]。对于兼职网约车司机的规范与保障,可借鉴欧盟

各国经验,探索兼职劳动者的社会保险缴费新模式,打破灵活就业人员以个人名义参加社保的地

域壁垒[41]。可行的方式是对兼职司机的社会保险账户进行技术处理,使得各用人单位可以分别

向兼职劳动者的社会保险账户缴费。实施这一举措能保护网约车司机享受保险待遇的合法利益,
避免司机出交通事故而无力赔偿的情况出现;同时,平台仅需承担与兼职劳动相匹配的缴费额

度,减少网约车平台输出成本。同时,重视正式劳动合同的作用,通过政府座谈协调等开放性方

式,积极倡导网约车平台按情形与司机签订正式全日制劳动合同或者兼职劳动合同,以书面形式

固定双方权利义务。
以上有关网约车用工关系定性与保障的构想目前在地方上已进行试点。例如近期生效的文件

成都市 《关于促进新经济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试行实施意见》,对全日制与非全日制

的新经济从业人员劳动关系以及参保促进机制做出了相应规定:“全日制”员工与用人单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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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并参加社会保险,事实劳动关系成立的,补充订立劳动合同;“非全日制”员工与用人

单位订立用工协议并按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办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医疗和工伤保险。该文件

已于2019年8月12日正式施行,但实施效果仍需等待实践检验。监管机构要适应不可避免的变

化,主动拥抱创新,并找到有效规制路径,与新型经济模式共存共赢[42]。在未来,随着互联网

用工新业态的不断发展和我国劳动者弹性就业需求的不断增长,“非全日制用工”“不定时用工”
“双重劳动关系”“非标准劳动关系”[43]等概念以及法律制度都将走上劳动法变革的完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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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JudicialDeterminationoftheEmploymentRelationship
BetweenOnlineCar-HailingPlatformCompaniesandDrivers

QianYuwen,ZhangJinhua

Abstract:Injudicialpractice,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on the determination ofthe
employmentrelationshipbetweenonlinecar-hailingplatformcompaniesanddrivers.Thenational
statutelawrefinestheconceptof“subordination”andconstructscorrespondingreviewstandards,

whichhasformedcertainjudgmentpointsthroughjudicialexperience.Inthesharingeconomy,

thetraditional“subordination”standardshouldbereplacedbythe“dependence”standardcon-
cerningthelaboremploymentbetweenonlinecar-hailingplatformcompaniesanddrivers.Accord-
ingtothemanagementofdriversbyplatforms,thepercentageofincometakenbyplatforms,

full-timeorpart-timeandotherfactors,theemploymentrelationshipcombining“thetypicallabor
relationship”and“thenewtypelaborrelationship”shouldbebuilt.Thelegalsubjectstatusof
“quasi-laborers”shouldbeclarifiedandthesocialsecuritystandardwhichisalittlebitlowerthan
thatofthecommonlaborersshouldbemetconcerningautonomous“quasi-laborers”including
networkplatformdriversinthesharingeconomy.
Keywords:onlinecar-hailing;sharingeconomy;laboremployment;legalnature;judicialdeter-
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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